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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表情识别中的群内优势效应：自发性和 

呈现方式对气愤和厌恶表情识别的影响* 

方  霞  葛猷勋 
(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杭州 310058) 

摘  要  以往研究发现, 识别与自身文化背景相同的个体的面部表情比跨文化背景个体更准确, 这被称为群内优

势效应。然而, 以往研究主要关注静态表演表情, 对动态表情和自发表情识别中的群内优势效应知之甚少。为了探

究群内优势效应是否受表情自发性(表演和自发)和呈现方式(静态和动态)的调节, 本研究招募了中国和加拿大/荷

兰被试, 分别对中国和荷兰模特表演和自发的气愤和厌恶表情(实验 1), 以及静态和动态表演的气愤和厌恶表情(实

验 2)进行识别。研究结果显示, 在多数情况下, 表演和自发表情的识别都呈现群内优势效应, 且表演表情的群内优

势效应显著高于自发表情; 静态和动态表演表情的识别也出现群内优势效应, 但两者总体上没有显著差异。这些结

果表明, 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会受到表情自发性的调节, 但可能不受表情呈现方式的影响。本研究结果对于拓

展群内优势效应研究和深化跨文化表情识别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表情识别, 群内优势效应, 表演与自发表情, 静态与动态表情, 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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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全球化时代,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

繁。在不同文化和语言的个体之间进行交流时, 准

确解读对方的非语言行为, 尤其是面部表情, 显得

尤为重要(Fang, Rychlowska, & Lange, 2022; Van 

Kleef & Côté, 2022)。然而, 准确识别面部表情并非

易事, 尤其是解读其他文化个体的面部表情时。以

往研究发现, 与文化群体内部交流相比, 当交流发

生在不同文化个体间时, 非语言情绪沟通会受到损

害(Elfenbein & Ambady, 2002)。具体而言, 人们在

识别与自己具有相同文化背景个体的面部表情时, 

其准确性要高于识别与自己文化背景不同的个体

的面部表情(张秋颖 等, 2011; Elfenbein & Ambady, 

2002), 这 种 效 应 被 称 为 群 内 优 势 效 应 (in-group 

advantage)。 

以往有关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研究主要

聚焦于表演表情(posed facial expressions)和静态表

情(static facial expressions; Elfenbein & Ambady, 

2002)。表演表情是指个体有意识地摆出某种表情

以传达特定的情绪(Elfenbein & Ambady, 2002), 而

静态表情则是指在特定时刻捕捉的面部表情。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 表情往往是自发的, 即个体在交互

过程中自然流露 (Matsumoto, Olide, Schug et al., 

2009), 也是动态的 , 即表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

生变化(张琪 等, 2015; Krumhuber et al., 2023)。近

年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个体对表演表情、自发

表情(spontaneous facial expressions)、静态表情和动

态表情(dynamic facial expressions)的表达和知觉可

能存在差异(Kang & Lau, 2013; Krumhuber et al., 

2021; Matsumoto, Olide, & Willingham, 2009; 

Valente et al., 2018), 因此有必要考察群内优势效

应是否会受到表情的自发性和呈现方式的调节。为

此, 本文首先回顾群内优势效应及其相关的情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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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理论, 然后探讨表演表情和自发表情识别以及静

态表情和动态表情识别可能存在的差异 , 最后通

过两项实验室研究探究表情的自发性和呈现方式

是否调节气愤和厌恶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

本研究首次考察了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是否

受到表情的两个重要特性——自发性和呈现方式

的调节 , 对于拓展表情识别中的群内优势效应研

究 , 并加深我们对跨文化表情识别的理解具有重

要意义。 

1.1  群内优势效应和情绪方言理论 

尽管早期研究认为情绪面部表情(至少基本情

绪 面 孔 )具 有 文 化 普 遍 性 , 不 受 文 化 的 调 节 (如 , 

Ekman et al., 1969), 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指出情绪表情既有文化普遍性也具有文化特异性

(Elfenbein et al., 2007; Fang et al., 2021)。其中一种

观点认为, 尽管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体均能以高于机

会水平识别不同文化个体的表情, 但人们对与自己

文化相同的个体的表情识别率更高 (Elfenbein & 

Ambady, 2002)。 

研 究 者 用 情 绪 方 言 理 论 (Dialect Theory of 

Emotion)解释这种群内优势效应 (Elfenbein, 2013; 

Elfenbein et al., 2007)。该理论认为, 情绪可以类比

为一种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的通用语言, 但来自不同

文化背景的人在情绪表达和感知上略有差异, 即形

成 了 所 谓 的 “ 情 绪 方 言 ” (Elfenbein & Ambady, 

2002)。同一文化群体内的情绪识别受益于与其“情

绪方言”更好的匹配, 而不同文化群体间较差的“情

绪 方 言 ” 匹 配 则 导 致 情 绪 识 别 的 准 确 性 降 低 。

Elfenbein 等人(2007)的研究为情绪方言理论提供了

实证支持。在该研究中, 来自加拿大和加蓬的被试

被要求使用面部表情来表演气愤、厌恶、恐惧、惊

讶、悲伤和快乐等情绪。研究人员使用面部行为编

码系统(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 FACS; Ekman 

et al., 2002)分析了这些 表情中使用 的动作单元

(Action Units, AUs)。结果发现, 尽管不同文化群体

的表情均包含了 FACS 手册中标准表情的动作单元, 

但也存在稳定差异(即情绪方言)。随后, 来自加拿

大和加蓬的一组新被试被要求识别这些表情。结果

显示, 与情绪方言理论相一致, 表情的情绪方言差

异越显著, 群内优势效应就越强烈。 

1.2  表演/自发表情和群内优势效应 

虽然群内优势效应在许多研究中都得以验证, 

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表演表情上, 较少关注自发

表情(见 Elfenbein & Ambady, 2002 的元分析)。近年

来, 有研究发现, 在表达相同情绪时, 个体的表演

表情和自发表情的动作单元有显著区别 (Namba, 

Kagamihara et al., 2017; Namba, Makihara et al., 

2017)。Fang, Sauter 等人(2022)则发现, 相比于自发

表情, 表演表情激活了更多的动作单元。这些结果

共同表明, 表演表情和自发表情在面部肌肉运动模

式上可能存在差异。 

那么, 不同自发性的表情在其识别的群内优势

效应上会有差异吗？以往研究发现, 表演表情可能

比自发表情更易受文化的影响(有关综述, 请参阅

Valente et al., 2018)。无论是早期观察研究还是标准

化面部肌肉运动测量研究, 都发现先天性盲人产生

的自发表情与视力正常的个体相似, 但表演表情却

与正常个体有显著差异。这表明, 相比于自发表情, 

表演表情可能更容易受到社会学习的影响。由此, 

我们预测表演表情可能比自发表情包含更多与文

化相关的情绪方言, 从而导致表演表情识别的群内

优势效应大于自发表情。该推论获得了 Matsumoto, 

Olide 和 Willingham (2009)的研究的初步支持。在

这项研究中, 美国和日本被试对美国和日本运动员

在 2004 年雅典奥运会获奖后的快乐或悲伤表情进

行识别, 结果并未发现群内优势效应。这表明群内

优势效应可能不存在于自发产生的表情中。然而, 

Kang 和 Lau (2013)却有不同的发现。他们让欧裔和

亚裔美国被试识别欧裔和亚裔美国模特的标准表

情(按照 FACS 手册标准制定的表情原型)和自发表

情。其中标准表情来自 Japanese and Caucasian Facial 

Expressions of Emotion (JACFEE; Matsumoto & 

Ekman, 1988)的表情图片, 而自发表情则是通过引

导被试讲述个人经历而获得的动态表情视频片段。

结果显示, 亚裔美国人在识别标准表情和自发表情

时均出现了群内优势效应。值得注意的是, 该研究

考察的标准表情以静态方式呈现, 自发表情以动态

方式呈现 , 且两种表情的情绪类别并不完全相同

(模仿表情：悲伤、惊讶、恐惧、气愤、厌恶和愉

快; 自发表情：悲伤、惊讶、沮丧、气愤和愉快)。

因此, 表情的自发性对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是

否具有调节作用还有待商榷。 

然而, 另一方面, 相较于自发表情, 表演表情

具有更高的强度和原型性(Krumhuber et al., 2021; 

Tcherkassof et al., 2007)。这些特性可能会导致表演

表情比自发表情具有更高的识别率。跟该推论一致, 

以往研究结果确实表明, 不论是人类还是机器, 都

能更好地识别表演表情(Fang, Sauter et a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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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umhuber et al., 2021)。因此, 我们预测这种高识

别特性可能缩小了感知者对不同文化个体的表演

表情识别率的差异, 从而导致表演表情识别的群内

优势效应小于自发表情。 

1.3  静态/动态表情和群内优势效应 

除了考察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是否会受

到表情自发性的调节外, 本研究的第二个目标是探

究表情的呈现方式是否影响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

效应。相比静态表情, 动态表情含有独特的动态信

息, 如表情运动的方向、质量和速度(Bould & Morris, 

2008; Cunningham & Wallraven, 2009; Jack et al., 

2014)。这些动态信息会启动更高级的认知过程, 支

持 社 交 和 情 绪 推 断 , 从 而 促 进 面 部 表 情 的 识 别

(Blais et al., 2017; Sato et al., 2008)。 

尽管如此, 我们仍不清楚动态信息的促进作用

是针对特定文化感知者群体, 还是普遍适用于所有

文化感知者群体。换言之, 动态表情中的动态信息

是否涵盖了文化特有的情绪方言。如果该动态信息

包含情绪方言, 那么这些额外的情绪方言将进一步

增强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因此, 我们预期动

态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将大于静态表情识别

的群内优势效应。这一猜想在 Elfenbein 和 Ambady 

(2002)的元分析中初步得到支持。他们发现, 使用

动态表情作为实验材料的研究(共 43 项研究)所揭

示的群内优势效应大于使用静态表情作为实验材

料的研究(共 79 项研究)。值得注意的是, 该元分析

发现的表情呈现方式对群内优势效应的调节仅呈

边缘显著。此外, 该元分析包含的研究除了在表情

呈现方式上存在差异外, 还在其他诸多方面存在差

异, 例如表情的自发性、文化和情绪类别的选择。

由于缺乏对其他方面差异的控制, 我们无法确定仅

仅表情的呈现方式是否会调节表情识别的群内优

势效应。 

然而, 如果动态表情中的动态信息不包含文化

特有的情绪方言, 而是普遍促进所有文化感知者的

情绪识别表现, 那么动态表情和静态表情识别的群

内优势效应将不会有差异。因此, 我们预期表情的

呈现方式不会调节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 

1.4  当前研究 

综上, 关于跨文化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是

否受到表情自发性调节的问题, 现有研究虽然进行

了初步探讨, 但存在一些限制。其中, 有些研究只

包括了自发表情识别任务而没有涉及表演表情识

别任务(Matsumoto, Olide, & Willingham, 2009), 因

此无法直接比较自发表情和表演表情识别的群内

优势效应是否存在差异; 而其他研究则在自发表情

和表演表情的情绪类别和呈现方式上存在不匹配

(Kang & Lau, 2013), 因此无法排除这些因素对结

果的影响。此外, 现有研究对于表情自发性是否调

节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的结论也不一致。至于

跨文化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是否受到表情呈

现方式的调节, 目前尚未开展相关研究。 

本研究旨在通过两项实验考察跨文化表情识

别中的群内优势效应是否受到表情自发性(表演表

情和自发表情; 实验 1)和呈现方式(静态表情和动

态表情; 实验 2)的调节。具体而言, 实验 1 招募来

自东西方文化的被试, 以识别来自东西方文化表达

者的表演动态表情和自发动态表情; 实验 2 招募来

自东西方文化的被试, 以识别来自东西方表达者的

静态表演表情和动态表演表情。其中, 表演表情是

通过让模特摆出特定表情以便于他们的朋友能够

轻松理解他们的感受所得, 而自发表情则是通过让

模特回忆并讲述过去生活中与特定情绪相关的个

人经历所得。相较于前人使用的标准表情(如, Kang 

& Lau, 2013), 本研究中采用的表演表情更加符合

各自文化中的情绪表达规范, 并且避免了按照统一

标准表演的面部表情掩盖文化差异可能导致群内

优势效应消失的问题(Elfenbein et al., 2007)。 

本研究关注气愤和厌恶两种情绪的面部表情。

主要考虑如下三点。首先, 气愤和厌恶被广泛认为

是基本情绪(Ekman, 1992; Izard, 2007), 因此预计

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普遍存在且较为常见。其次, 尽

管气愤和厌恶是不同的情绪, 但它们在概念上存在

关联(Giner-Sorolla et al., 2018), 并且在面部形态上

具有相似性(Cordaro et al., 2018; Fang, Sauter et al., 

2022)。这些相似性导致个体容易混淆气愤和厌恶

这两种表情(Fang et al., 2018, 2019; Jack et al., 2009; 

Pochedly et al., 2012)。采用这两种具有混淆度的面

部表情可以更好地诱发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

相反, 当采用两种完全不同的表情, 如气愤和快乐

时, 个体对无论来自哪个文化的气愤和快乐表情的

辨别都比较好, 因此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不太

可能显现。第三, 现有表情数据库主要刻画静态表

演表情, 对动态或自发表情的刻画较少(有关综述, 

请参阅 Dawel et al., 2022; Krumhuber et al., 2017), 

同时包含两种表情自发性或者两种表情呈现方式

的跨文化表情数据库更少。据作者所知, 目前仅有

一项跨文化情绪表达的研究同时包含了上述 4 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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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表情, 为中国和荷兰模特的气愤和厌恶的静态

/动态的表演和自发表情(Fang, Sauter et al., 2022)。因

此, 本研究利用该材料, 着重考察气愤和厌恶表情

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是否受到表情自发性和呈现

方式的调节。 

2  实验 1：表演和自发动态表情识
别的群内优势效应 

2.1  方法 

2.1.1  被试 

参照以往相关研究(Elfenbein & Ambady, 2002; 

Kang & Lau, 2013), 本实验计划招募加拿大被试和

中国被试各 100 名。我们事先决定在被试数量接近

100 的那一天停止数据收集(Simmons et al., 2013)。

最终, 本实验招募了 126 名加拿大被试和 126 名中

国被试。其中, 62 名加拿大被试(52 名女性; 平均年

龄为 20.67 岁, SD = 6.91 岁)和 62 名中国被试完成

表演表情识别任务(52 名女性; 平均年龄为 20.18 岁, 

SD = 1.29 岁), 另外 64 名加拿大被试(58 名女性; 

平均年龄为 20.89 岁, SD = 6.07 岁)和 64 名中国被

试(58 名女性; 平均年龄为 20.03 岁, SD = 1.33 岁)

完成自发表情识别任务。使用软件 G*Power 3.1 

(Faul et al., 2007) 进 行 敏 感 性 分 析 (sensitivity 

analysis)表明, 本实验的最终样本数量(N = 252)可

以检测到的关键交互作用(表情自发性  × 表达者

文化 × 感知者文化)的效应大小为 f = 0.21 (ηp
2 = 

0.04; power = 0.80, α = 0.05)。所有被试身心均健康,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自愿参与实验, 并在参与实

验前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本实验获得了加拿大约克

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编号为 e2018-028。 

2.1.2  设计与材料 

实验 1 采用 2 (表情种类：气愤、厌恶) × 2 (表

情自发性：表演、自发) × 2 (表达者文化：东方、

西方) × 2 (感知者文化：东方、西方)的混合实验设

计, 其中表情种类和表达者文化为被试内变量, 表

情自发性和感知者文化为被试间变量。 

实验材料来源于 Fang, Sauter 等人(2022)的研

究。该研究收集了表演表情和自发表情。在表演表

情条件中, 被试被要求在摄像机前摆出特定的表情, 

以便“他们的朋友能够轻松理解他们的感受”。被试

完成两种表情的表演后, 观看自己的视频, 并选择

最能表达相应情绪的那一帧画面作为静态表演表

情材料(用于实验 2; 参见图 1 示例)。这种方法确保

了所选择的静态表情准确地表达了被试意图表达

的情绪, 避免了引入实验者偏差(类似操作见 Cordaro 

et al., 2018; Elfenbein et al., 2007)。动态表情材料则

基于被试选择的那一帧画面, 截取前后共 2 秒的视

频片段1。共有 45 名中国模特(22 名女性)和 49 名荷

兰模特(36 名女性)参与了气愤和厌恶表情表演, 因

此共获得了 188 个静态/动态表演表情材料。在自发

表情的采集中, 被试被告知将协助开发一个能够理

解人类情感的机器人。他们需要回忆过去生活中与

气愤或厌恶情绪相关的个人经历, 并向机器人详细

讲述这些经历。在讲述过程中, 被试的面部表情被

全 程 记 录 。 研 究 表 明 , 这 种 情 绪 重 现 法 (relived- 

emotion method)能有效诱发自发表情(如, Siedlecka 

& Denson, 2019; Tsai & Chentsova-Dutton, 2003)。

其余程序与表演表情相同。共有 35 名中国模特(24

名女性)和 35 名荷兰模特(24 名女性)参与了气愤和

厌恶故事讲述, 因此共获得了 140 个动态自发表情

刺激。由于被试在自发条件下会因为讲述故事而产

生嘴部动作, 因此无法区分静态自发表情的嘴部动

作是由说话引起的还是由做特定表情动作引起的。

因此, 本实验只关注动态的自发表情和表演表情之

间的比较。 
 

 
 

图 1  本研究所使用的静态表演表情材料示例 
注：动态表演和自发表情材料示例见 https://osf.io/8f5cd/?view_only= 
197bfe65e1be4723bf3ba0efb6294ba4 

 

2.1.3  实验程序 

实验在 PsychoPy (Peirce et al., 2019)上进行。

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动态表演表情或动态自发表情

的识别任务中。在每个试次中 , 屏幕中央先呈现

                                                           
1 在表演条件下, 被试往往会在他们认为已经摆出特定的情绪

面孔后维持一段时间(通常为 3 秒甚至更久), 但会伴随着强度

的变化; 而在自发条件下, 因为被试讲述与特定情绪相关的过

去生活经历, 其表情呈连续的动态变化。我们选择了 2 秒的时

间段, 既能保证被试能够清晰地观察到表情的变化, 又避免引

入其他非目标表情。此外, 约 2 秒的表情变化片段反映了较为

自然的表情变化 [Fang 等人(2018, 2019)采用了 2000 ms 的表情

转变时间; Hoffmann 等人(2010)采用了 1649 ~3108 ms 的从表情

起始到结束的时间]。 



第 6 期 方  霞 等: 跨文化表情识别中的群内优势效应 705 

 

500 ms 注视点, 再呈现 2000 ms 大小为 18° × 12°

的动态表情视频。视频播放完毕后, 屏幕上紧接着

呈现情绪强度评分量表。被试需要移动量尺上的滑

块, 分别对先前呈现的动态表情的气愤、厌恶、恐

惧、悲伤和愉快情绪的强度进行评分, 评分范围从

0 (一点也不)到 100 (非常)2。这里采用评分量表的

方式是因为感知者可能会在表情中识别出多种情

绪(Fang et al., 2018, 2019; Hess et al., 2016)。与迫选

法不同, 评分量表允许被试表达在感知特定表情时

识别出的不同情绪的强度 , 而不仅仅是选择一种

情绪。 

动态表演表情识别任务包含 4 个 blocks, 每个

block 有 47 个试次, 共 188 个试次。动态自发表情

识别任务包含 140 个试次。所有面部表情材料仅呈

现一次, 呈现顺序完全随机。所有被试均使用自己

的语言进行测试。 

2.2  结果和讨论 

表情识别正确率的具体计算方式如下：如果被

试在目标情绪维度上的评分大于或等于其他情绪

维度上的评分且不等于 0, 则编码结果为 1 (正确判

断), 否则编码为 0 (错误判断)。为了更加直观地考

察群内优势效应, 在每种呈现方式和每种表情种类

条件下, 计算被试对来自相同文化背景的表情识别

正确率减去其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表情识别正

确率的差值, 作为群内优势效应的指标。若差值显

著大于 0, 则说明存在群内优势效应; 若差值显著

小于 0, 则说明感知者对其他文化表达者表情的表

情识别正确率显著高于对相同文化表达者表情的

表情识别正确率; 若差值和 0 没有显著差异, 则说

明感知者对不同文化表达者表情的表情识别正确

率没有显著差异。结果发现, 西方感知者在识别表

演表情和自发表情时均出现了群内优势效应; 东方

感知者在识别表演表情时也出现了群内优势效应, 

但在识别自发表情时未出现群内优势效应。在综合

讨论部分中将对该结果作进一步讨论。各条件下群

内优势效应的均值、标准差和单样本 t 检验结果见

表 1。各条件下表情识别正确率的均值、标准差和

单样本 t 检验结果见网络版附表 1。 

对群内优势效应进行 2 (表情种类：气愤、厌

                                                           
2 本研究的情绪评价维度涵盖了大部分研究公认的基本情绪

(Ortony, 2022)。 考虑到以往 研究对于惊讶 (Bain, 1859/2006; 

Oatley & Johnson-Laird, 1987) 和 轻 蔑 (Matsumoto & Ekman, 

2004; Widen et al., 2011)是否为基本情绪存在争议, 因此本研

究选择不包括这两种情绪评价维度。 

恶) × 2 (表情自发性：表演、自发) × 2 (感知者文化：

东方、西方)三因素混合设计方差分析3。所有效应

的概览见表 2。 

表情种类的主效应显著, F(1, 248) = 6.54, p = 

0.011, ηp
2 = 0.03, 厌恶表情的群内优势效应(M = 

0.06, SD = 0.11)显著大于气愤表情(M = 0.04, SD = 

0.12); 感知者文化的主效应显著, F(1, 248) = 27.18, 

p < 0.001, ηp
2 = 0.10, 西方感知者的群内优势效应

(M = 0.08, SD = 0.07)显著大于东方感知者(M = 

0.03, SD = 0.09)。 

重要的是, 跟本研究假设相关的表情自发性的

主效应显著, F(1, 248) = 31.34, p < 0.001, ηp
2 = 0.11, 

表演表情的群内优势效应(M = 0.08, SD = 0.08)显

著大于自发表情(M = 0.03, SD = 0.09)。并且, 表情

自发性 × 感知者文化的二阶交互作用, F(1, 248) = 

13.09, p < 0.001, ηp
2 = 0.05, 表情种类 × 表情自发

性  × 感知者文化的三阶交互作用 , F(1, 248) = 

57.08, p < 0.001, ηp
2 = 0.19, 均显著(见图 2)。为了进

一步分解该三阶交互作用, 我们首先拆分感知者文

化。结果显示, 在东方和西方感知者中, 表情种类 × 

表情自发性的二阶交互作用均显著(东方：F(1, 124) = 

15.23, p < 0.001, ηp
2 = 0.11; 西方：F(1, 124) = 46.20, 

p < 0.001, ηp
2 = 0.27)。由于本研究对群内优势效应

是否会受到表情自发性调节感兴趣, 因此将该二阶

交互作用从表情种类进行拆分。结果发现, 对于东

方感知者而言, 表演气愤和表演厌恶表情的群内优

势效应分别显著大于自发气愤和自发厌恶表情(气

愤：t(124) = 6.98, p < 0.001, Cohen’s d = 1.24, 95% 

CI = [0.86, 1.62]; 厌恶：t(124) = 2.09, p = 0.039, 

Cohen’s d = 0.37, 95% CI = [0.02, 0.72])。对于西方

感知者而言, 表演厌恶表情的群内优势效应同样显

著大于自发厌恶表情 , t(124) = 5.66, p < 0.001, 

Cohen’s d = 1.01, 95% CI = [0.64, 1.38]。然而, 西方

感知者识别自发气愤表情时的群内优势效应显著

大于识别表演气愤表情时, t(124) = 3.82, p < 0.001, 

Cohen’s d = 0.68, 95% CI = [0.32, 1.04]。 

综上, 实验 1 的结果表明动态表情识别的群内

优势效应会受到表情的自发性调节。总体而言, 表 

                                                           
3 我们在剔除了表情识别正确率低于平均值减去 2.5 倍标准差

(M-2.5SD)的被试后进行了相同的分析。结果与正文报告的结果

类似(详见网络版附表 5)。此外, 我们还对表情识别正确率进行

了 2 (表情种类：气愤、厌恶) × 2 (表情自发性：表演、自发) × 

2 (表达者文化：东方、西方) × 2 (感知者文化：东方、西方)的

四因素混合设计方差分析, 详见网络版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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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 1 中各条件下群内优势效应的均值、标准差和单样本 t 检验结果 

感知者文化 表情自发性 表情种类 群内优势效应 df t p Cohen's d 95% CI 

东方 

表演表情 
气愤 0.09 (0.11) 61 6.50 < 0.001 0.83 [0.53, 1.11] 

厌恶 0.06 (0.10) 61 4.38 < 0.001 0.56 [0.29, 0.82] 

自发表情 
气愤 −0.05 (0.11) 63 −3.48 < 0.001 −0.44 [−0.69, −0.18] 

厌恶 0.02 (0.10) 63 1.47 0.147 0.18 [−0.06, 0.43] 

西方 

表演表情 
气愤 0.03 (0.10) 61 2.55 0.013 0.32 [0.07, 0.58] 

厌恶 0.14 (0.11) 61 9.86 < 0.001 1.25 [0.92, 1.58] 

自发表情 
气愤 0.10 (0.10) 63 7.84 < 0.001 0.98 [0.68, 1.28] 

厌恶 0.04 (0.09) 63 3.43 0.001 0.43 [0.17, 0.68] 

注：单样本 t 检验为双尾检验, H0：μ = 0。 
 

表 2  实验 1 中群内优势效应的表情种类 × 表情自发性 × 感知者文化混合设计方差分析结果 

效应 df F p ηp
2 

表情种类 1, 248 6.54 0.011 0.03 

表情自发性 1, 248 31.34 < 0.001 0.11 

感知者文化 1, 248 27.19 < 0.001 0.10 

表情种类 × 表情自发性 1, 248 4.02 0.046 0.02 

表情种类 × 感知者文化 1, 248 0.21 0.648 < 0.01 

表情自发性 × 感知者文化 1, 248 13.09 < 0.001 0.05 

表情种类 × 表情自发性 × 感知者文化 1, 248 57.08 < 0.001 0.19 

 

 
 

图 2  实验 1 不同表情种类、表情自发性和感知者文化

条件下的群内优势效应 
注：误差线代表标准误, * p < 0.05, *** p < 0.001。 

 

演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大于自发表情。这可能

是由于表演表情相较于自发表情更容易受到社会

学习的影响(Matsumoto & Willingham, 2009; Rinn, 

1991), 从而包含了更多的情绪方言。这些额外的情

绪方言进一步扩大了人们在识别本文化和外文化

个体表演表情的差异, 即增强了群内优势效应。唯

一的例外是, 西方感知者在识别自发气愤表情时的

群内优势效应大于识别表演气愤表情时。有关此问

题的进一步讨论将在综合讨论部分进行。 

3  实验 2：静态和动态表演表情识
别的群内优势效应 

3.1  方法 

3.1.1  被试 

本实验中完成动态表演表情任务的被试来自

实验 1。和实验 1 类似, 实验 2 计划招募荷兰和中

国被试各约 60 名完成静态表演表情的识别任务。

我们事先决定在被试数量接近 60 的那一天停止数

据收集(Simmons et al., 2013)。最终, 实验 2 招募了

75 名荷兰被试(59 名女性; 平均年龄为 21.53 岁, 

SD = 4.15 岁)和 82 名中国被试(58 名女性; 平均年

龄为 24.16 岁, SD = 5.10 岁)。使用软件 G*Power 3.1 

(Faul et al., 2007)进行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

表明, 本实验的最终样本数量(N = 283)可以检测到

的关键交互作用(表情自发性 × 表达者文化 × 感

知者文化)的效应大小为 f = 0.19 (ηp
2 = 0.03; power = 

0.80, α = 0.05)。所有被试身心均健康, 视力或矫正

视力正常, 自愿参与实验, 并在参与实验前签署了

知情同意书。本实验获得了阿姆斯特丹大学伦理委

员会的批准, 编号为 2018-SP-9379。 

3.1.2  设计与材料 

实验 2 采用 2 (表情种类：气愤、厌恶) × 2 (呈

现方式：静态、动态) × 2 (表达者文化：东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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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 2 (感知者文化：东方、西方)的混合实验设计。

其中表情种类和表达者文化为被试内变量, 呈现方

式和感知者文化为被试间变量。实验材料获取方式

见实验 1。 

3.1.3  实验程序 

静态表演表情识别任务在 Qualtrics 在线调查

平台(https://www.qualtrics.com/)上进行。在每个试

次中, 屏幕上会呈现一张气愤或厌恶情绪的面部表

情图片, 以及图片下方的气愤、厌恶、恐惧、悲伤

这四个情绪的强度评价量尺。鉴于愉快与这气愤

和厌恶这两种负面情绪有着明显的效价区别 , 且

实验 1 中被试只会在少数情况下(约 14.84%的试次)

将目标表情图片识别为愉快, 故实验 2 中不再将

愉快作为强度评价的项目。除此以外, 实验程序与

实验 1 保持一致。动态表演表情识别任务来自实

验 1。 

3.2  结果和讨论 

静态表演表情的识别结果来自本实验, 动态表

演表情的识别结果来自实验 1。表情识别正确率和

群内优势效应的计算方式同实验 1。结果显示, 东

方感知者和西方感知者在识别静态和动态表演表

情时均出现了群内优势效应。各条件下静态表演表

情的群内优势效应的均值、标准差和单样本 t 检验

结果见表 3。各条件下表情识别正确率的均值、标

准差和单样本 t 检验结果见网络版附表 3。 

对群内优势效应进行 2 (表情种类：气愤、厌

恶) × 2 (呈现方式：静态、动态) × 2 (感知者文化：

东方、西方)三因素混合设计方差分析4。所有效应

的概览见表 4。 

表情种类的主效应显著, F(1, 277) = 13.25, p < 

0.001, ηp
2 = 0.05, 厌恶表情的群内优势效应(M = 

0.10, SD = 0.12)显著大于气愤表情的群内优势效应

(M = 0.07, SD = 0.11); 感知者文化的主效应显著, 

F(1, 277) = 18.87, p < 0.001, ηp
2 = 0.06, 西方感知者

的群内优势效应(M = 0.11, SD = 0.08)显著大于东

方感知者的群内优势效应(M = 0.07, SD = 0.07)。 

重要的是, 跟本研究假设相关的表情呈现方式

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277) = 2.52, p = 0.113。然而, 

                                                           
4 我们在剔除了表情识别正确率低于平均值减去 2.5 倍标准差

(M-2.5SD)的被试后进行了相同的分析。结果与正文报告的结果

类似(详见网络版附表 6)。此外, 我们还对表情识别正确率进行

了 2 (表情种类：气愤、厌恶) × 2 (表情呈现方式：静态、动态) 

× 2 (表达者文化：东方、西方) × 2 (感知者文化：东方、西方)

的四因素混合设计方差分析, 详见网络版附表 4。 

呈现方式 × 感知者文化的二阶交互作用, F(1, 277) = 

7.44, p = 0.007, ηp
2 = 0.03, 表情种类 × 呈现方式 × 

感知者文化的三阶交互作用, F(1, 277) = 4.81, p = 

0.029, ηp
2 = 0.02, 均显著(见图 3)。为了进一步分解

该三阶交互作用, 我们同样先拆分感知者文化。结

果显示, 在东方感知者中, 表情种类 × 呈现方式

的二阶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142) = 1.44, p = 0.233, 

而在西方感知者中 , 该二阶交互作用呈边缘显著 , 

F(1, 135) = 3.55, p = 0.062, ηp
2 = 0.03。进一步将西方

感知者的二阶交互作用从表情种类进行拆分, 我们

发现静态气愤表情的群内优势效应显著大于动态

气愤表情, t(135) = 3.60, p < 0.001, Cohen’s d = 0.62, 

95% CI = [0.27, 0.96], 而静态和动态厌恶表情的群

内优势效应无显著差异, t(135) = 0.66, p = 0.513。 

综上, 实验 2 的结果表明, 在大部分条件下, 

群内优势效应不受表演表情呈现方式的调节。唯一

的例外是, 西方感知者识别静态气愤表情时的群内

优势效应显著大于动态气愤表情。综合讨论中将对

这些发现进行进一步讨论。 

4  综合讨论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人们获得了更多与其他文

化群体交流的机会, 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如何

感知彼此的情绪也变得愈发重要。以往研究普遍发

现了情绪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 即识别同一文化个

体面部表情的情绪时的表现优于识别不同文化个

体面部表情的情绪时(Elfenbein, 2013; Elfenbein et 

al., 2007)。然而, 大部分研究仅限于使用模特表演

的静态表情, 很少有研究探讨群内优势效应是否存

在于对自发表情和动态表情的识别中。在日常生活

中, 人们看到的表情往往是动态的, 且与实验中模

特表演的表情相比, 强度更低, 原型性更弱(Dawel 

et al., 2022; Krumhuber et al., 2021; Scherer et al., 

2011)。因此, 基于静态表情和表演表情的研究发现

是否能推广到真实情境中有待商榷。 

本研究通过比较中国和加拿大/荷兰感知者对

中国和荷兰表达者的气愤和厌恶表情的识别, 首次

考察群内优势效应是否会受到表情自发性(表演和

自发)和表情呈现方式(静态和动态)的调节。结果显

示, 总体而言, 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受到表情

自发性的调节, 但不受表情呈现方式的调节。表演

表情比自发表情表现出了更强的群内优势效应, 然

而静态和动态表情之间的群内优势效应并不存在

显著差异。下文将详细讨论这些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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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实验 2 中各条件下群内优势效应的均值、标准差和单样本 t 检验结果 

感知者文化 表情呈现方式 表情种类 群内优势效应 df t p Cohen's d 95% CI 

东方 

静态 
气愤 0.06 (0.11) 81 4.96 < 0.001 0.55 [0.31, 0.78] 

厌恶 0.06 (0.12) 81 4.88 < 0.001 0.54 [0.31, 0.77] 

动态 
气愤 0.09 (0.11) 61 6.50 < 0.001 0.83 [0.53, 1.11] 

厌恶 0.06 (0.10) 61 4.38 < 0.001 0.56 [0.29, 0.82] 

西方 

静态 
气愤 0.10 (0.12) 74 7.20 < 0.001 0.83 [0.57, 1.09] 

厌恶 0.16 (0.13) 74 10.55 < 0.001 1.22 [0.92, 1.52] 

动态 
气愤 0.03 (0.10) 61 2.55 0.013 0.32 [0.07, 0.58] 

厌恶 0.14 (0.11) 61 9.86 < 0.001 1.25 [0.92, 1.58] 

注：单样本 t 检验为双尾检验, H0：μ = 0。 

 
表 4  实验 2 中群内优势效应的表情种类 × 呈现方式 × 感知者文化混合设计方差分析结果 

效应 df F p ηp
2 

表情种类 1, 277 13.25 < 0.001 0.05 

呈现方式 1, 277 2.52 0.113 0.01 

感知者文化 1, 277 18.87 < 0.001 0.06 

表情种类 × 呈现方式 1, 277 0.29 0.589 < 0.01 

表情种类 × 感知者文化 1, 277 26.52 < 0.001 0.09 

呈现方式 × 感知者文化 1, 277 7.44 0.007 0.03 

表情种类 × 呈现方式 × 感知者文化 1, 277 4.81 0.029 0.02 

 

 
 

图 3  实验 2 中不同表情种类、呈现方式和感知者文化

条件下的群内优势效应 
注：误差线代表标准误,  *** p < 0.001, ns 代表无显著差异。 

 
4.1  表演和自发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 

本研究揭示,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表情种类 × 

感知者文化), 表演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均大

于自发表情。这可能是由于人们有意识摆出的表情

更多地受社会化的塑造, 而自发流露的表情表情则较

少受到社会学习的影响(Matsumoto & Willingham, 

2009; Rinn, 1991)。因此, 表演表情相较于自发表情

可能含有更多的情绪方言。需要注意的是, 本研究

中的表演和自发表情材料均来自 Fang, Sauter 等人

(2022)的研究。该研究显示, 除了荷兰表达者的表

演气愤表情的动作单元数量少于自发气愤表情外, 

其他情况下表演表情的动作单元数量均多于自发

表情。这些额外的肌肉运动说明表演表情包含更多

信息 , 更有可能蕴含文化特有的情绪方言。因此 , 

表演表情的群内优势效应大于自发表情。然而, 在

实验 1 中存在一个例外：西方感知者识别自发气愤

表情时的群内优势效应大于表演气愤表情。这可能

是因为荷兰表达者的表演气愤表情常用的动作单

元数量少于其自发气愤表情, 并且两者常用的动作

单元相似度较低(仅共享 5 或 6 个动作单元中的其

中两个)。具体而言, 荷兰表达者的表演气愤表情常

用的动作单元有 5 个, 分别为 AU4 (双眉紧皱)、

AU7 (内眼睑缩紧)、AU23 (嘴唇紧缩)、AU54 (低

头)、AU63 (双眼向上), 而自发气愤表情常用的动

作单元有 6 个, 分别为 AU1 (眉毛内侧抬升)、AU2 

(眉毛外侧抬升)、AU4、AU7、AU61 (双眼向左)、

AU64 (双眼向下)。这些结果表明, 荷兰表达者在自

发气愤表情和表演气愤表情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荷

兰表达者的自发气愤表情可能涵盖了更多文化特

有的情绪方言, 从而导致自发气愤表情具有更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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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内优势效应。 

此外, 尽管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在大部分

情况下都存在(表情种类 × 表情自发性 × 感知者

文化), 但东方感知者识别自发气愤和厌恶表情时

并未出现群内优势效应。该结果可能由两个原因导

致。首先, 除情绪方言对跨文化情绪沟通的影响外, 

历 史 异 质 性 是 另 一 个 常 见 的 影 响 因 素 (historical 

heterogeneity; Niedenthal et al., 2018)。历史异质性

指的是过去 500 年中对一个国家的当前人口做出贡

献的来源国的数量(Rychlowska et al., 2015; Wood 

et al., 2016)。历史异质性越高的社会拥有更多样化

的价值观和信仰。为了在如此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

生存, 个体需要直接而准确地传达他们的情感和意

图。因此, 相较于来自历史同质性社会(例如中国和

日本)的个体, 来自历史异质性社会(例如美国和加

拿大)的个体在使用面部表情表达不同情绪时往往

更加清晰(Fang, Rychlowska et al., 2022; Wood et al., 

2016), 因此更容易被其他个体识别。在本研究中, 

与表演表情相比, 历史异质性可能对自发表情产生

了更大的影响。对于中国感知者来说, 尽管情绪方

言使得他们能更好地辨认中国的自发表情(相比于

荷兰的自发表情), 但历史异质性使得他们能更好

地辨认荷兰的自发表情(相比于中国的自发表情)。

这两种作用相互抵消, 从而导致中国感知者识别自

发气愤和厌恶表情时并未出现群内优势效应。 

第二 , 除了历史异质性外 , 集体主义 /个人主

义也会影响情绪的跨文化沟通 (Matsumoto et al., 

2008)。相较于西方文化, 东方文化的个体更具集体

主义倾向, 更注重维护群体的和谐与稳定, 在交流

时可能更倾向于弱化对消极情绪的表达 (Ekman, 

1971; Matsumoto et al., 2008)。Fang, Sauter 等人

(2022)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一推论。他们

发现, 中国个体在自发表达气愤和厌恶表情时常用

的动作单元(气愤表情仅有 2 个, 厌恶表情仅有 3 个)

远远少于荷兰个体(气愤表情有 6 个, 厌恶表情有 7

个)。弱化的情绪表达提高了表情识别的难度。因

此, 即使对于中国感知者来说, 中国表达者的自发

消极表情也可能较难识别, 导致中国感知者在识别

自发表情时并未出现群内优势效应。未来的研究需

要更深入地探讨这些可能的解释。 

4.2  静态和动态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 

本研究发现, 表演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不

受表情呈现方式的调节。然而, 与预期不一致的是, 

该现象并不是因为动态信息普遍促进了所有文化

感知者群体的表情识别。相反,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表情种类  × 表达者文化), 感知者对静态表情和

动态表情的识别率并无显著差异(详见补充材料 2)。

该结果说明, 本研究中的动态信息对表演表情识别

没有促进作用。尽管以往大量研究揭示动态表情的

识别率优于静态表情, 但也有其它研究并未发现两

者的识别率存在差异(如, Fiorentini & Viviani, 2011; 

Wehrle et al., 2000)。这些不一致的结果可能与面部

表情材料及感知情境有关。当面部表情信息有限时, 

如表情真实性受损(Kätsyri et al., 2008; Wehrle et al., 

2000) 或 表 情 强 度 较 弱 (Bould & Morris, 2008; 

Yitzhak et al., 2018), 动态信息可以弥补静态表情

的信息不足, 从而有助于提高表情识别。然而, 当

面部表情信息充足时, 如表情清晰或者强烈, 静态

表情的识别可能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额外的动态信

息并不会提高表情识别准确率 (Bould & Morris, 

2008; Gold et al., 2013)。此外, 当面部表情材料呈

现时间短暂且被试应答时间有限时, 静态表情比动

态表情得到更加充分的加工, 反而导致个体对静态

表情的识别率大于动态表情(Jiang et al., 2014)。在

本研究中, 静态表情和动态表情的比较建立在模特

表演特定情绪的表情上, 而表演表情往往包含了相

对强烈的情绪信息(Kayyal & Russell, 2013)。这些

强烈的情绪信息导致静态表情和动态表情的识别

率相当, 从而进一步导致了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

应不受呈现方式调节。 

然而, 实验 2 发现一个例外：当西方感知者识

别静态和动态表演的气愤表情时, 静态表情具有更

大的群内优势效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该差异是

由于西方感知者对于西方表达者的静态气愤表情

的识别率高于对于西方表达者的动态气愤表情, 而

对于东方表达者的静态和动态气愤表情的识别则

没有明显差异(详见补充材料 2)。该发现与以往研

究 揭 示 动 态 信 息 促 进 表 情 识 别 的 结 果 完 全 相 反

(Ambadar et al., 2005; Krumhuber et al., 2023)。值得

注意的是, 与以往研究主要使用 morph 软件生成从

中性表情转变为特定情绪的动态表情不同(Krumhuber 

et al., 2023), 本研究使用的动态表情材料是真实个

体的动态表演录像片段。这些片段是从个体选取的, 

能够最好地代表特定情绪表情的那一帧前后共 2 秒

的视频片段。因此, 与以往研究中的情绪变化呈线

性变化不同, 本研究中的情绪变化可能呈现非线性

和不规律的特点。这些不规律的动态信息可能缺乏

清晰的情绪信号, 因此导致动态表情的识别率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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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表情没有差异, 甚至可能低于静态表情。 

4.3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之处, 后续研究可进一

步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深化对跨文化情绪识别的

认识。 

首先, 本研究仅考察了两种消极情绪——气愤

和厌恶的群内优势效应。同时, 本研究仅考察了中

国和荷兰这两种文化识别各自文化个体的情绪时

的表现。目前尚不清楚本研究的结论是否也适用于

除气愤和厌恶外的其他情绪的感知, 以及是否适用

于其他文化群体。因此, 未来研究可以探究其他情

绪和其他文化群体在情绪识别方面是否也存在群

内优势效应, 以及群内优势效应是否受表情自发性

或者呈现方式的调节, 以更全面地了解不同文化群

体的成员进行情绪交流时的文化异同。 

其次, 本研究在考察表情自发性对群内优势效

应的调节作用时仅采用了动态表情(动态表演表情 

vs. 动态自发表情), 而在考察表情呈现方式对群内

优势效应的调节作用时仅采用了表演表情(静态表

演表情 vs. 动态表演表情)。这是因为本研究使用

的自发面部表情是根据个体自述以往经历时伴随

的面部表情获得的。如果在此基础上截取特定帧作

为静态自发表情, 可能导致被试无法区分嘴部动作

是由说话引起的还是由特定表情动作引起的。因此, 

在排除静态自发表情这一选项后, 我们选择了上述

比较对象。未来可以尝试使用其他自发表情诱发技

术 , 如让模特观看带有特定情绪色彩的电影片段

(Gross & Levenson, 1995)或闻特定的气味等(Zhang 

et al., 2014), 以在避免嘴部影响的前提下获取模特

的静态自发表情。 

最后, 虽然本研究发现群内优势效应会受到动

态表情自发性的调节, 并推测面部动作单元的激活

数量可能与群内优势效应的大小相关, 但具体的关

联机制仍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此外, 本研究发

现群内优势效应可能不受表演表情呈现方式的调

节, 但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中感知者识别静态和动

态表情时的表现没有区别。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究当

表情强度较低时, 动态信息是否在感知者识别本文

化和其他文化个体表情时的增益不同, 从而导致静

态表情与动态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产生差异。 

5  结论 

本研究首次考察了气愤和厌恶表情识别的群

内优势效应是否会受到表情自发性(表演表情和自

发表情)和表情呈现方式(静态表情和动态表情)调

节。总体而言, 表演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大于

自发表情识别的群内优势效应, 但群内优势效应未

受到表情呈现方式的调节。本研究结果扩展了跨文

化情绪识别领域的发现, 揭示了表演表情和自发表

情在识别上的群内优势效应的差异, 为更好地理解

人们如何识别不同文化个体的表情提供了新的实

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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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spontaneity and presentation mode on the ingroup advantage  
in recognizing angry and disgusted facial expressions 

FANG Xia, GE Youxu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ization, effectiv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modern society. One significant aspect of this communication involves accurately interpreting 

facial expressions of emotion. Previou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nonverbal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is 

compromised when communication occurs between individuals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compared to 

within cultural groups. Specifically, individuals are more accurate at recognizing facial expressions of 

individuals from their own cultural background than those from a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a phenomenon 

known as ingroup advantage effect. However, most previous studies examining the ingroup advantage in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have focused primarily on posed and static facial expressions, paying less attention to 

spontaneous and dynamic facial expressions. Given that facial expressions in real-life interactions are often 

spontaneous and dynamic, it is imperativ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ingroup advantage is influenced by the 

spontaneity (posed and spontaneous) and presentation mode (static and dynamic) of facial expressions. 
To address these research objectives, we conducted two experiments involving participants from China, 

Canada, and the Netherlands. In Experiment 1, Chinese and Canadian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recognize 

posed and spontaneous facial expressions of anger and disgust displayed by Chinese and Dutch models. In 

Experiment 2, Chinese and Dutch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to recognize static and dynamic facial expressions 

of anger and disgust displayed by Chinese and Dutch models. Specifically, Experiment 1 included 126 Chinese 

participants and 126 Canadian participants, while Experiment 2 involved 82 Chinese participants and 75 Dutch 

participants. In both experiments,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rate the intensity of facial expressions on scales of 

anger, disgust, fear, sadness, and joy ranging from 0 (not at all) to 100 (extremel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ingroup advantage was influenced by the spontaneity of the facial expressions. 

In three out of four cases (Eastern perceivers recognizing facial expressions of anger and disgust, and Western 

perceivers recognizing facial expressions of disgust), posed expressions exhibited a stronger ingroup advantage 

compared to spontaneous expressions. The exception was Western perceivers demonstrating a greater ingroup 

advantage when recognizing spontaneous facial expressions of anger. Furthermore,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 

ingroup advantage was not influenced by the presentation mode of the facial expressions. In three out of four 

cases (Eastern perceivers recognizing facial expressions of anger and disgust, and Western perceivers 

recognizing facial expressions of disgus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group advantage between 

static and dynamic expressions. The only exception was Western perceivers' recognition of static expressions of 

anger, where the ingroup advantage was greater than that for dynamic expressions of anger. 
In conclusion, the present research demonstrated that the ingroup advantage was more pronounced in posed 

expression recognition compared to spontaneous expression recognition, while the presentation mode of the 

expressions did not influence the ingroup advantage. Thes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the existing knowledge in the 

field of cross-cultural emotion recognition by revealing differences in the ingroup advantage between posed and 

spontaneous expressions. Consequently, these results provide new empirical contributions that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individuals recognize expressions displayed by individuals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Keywords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ingroup advantage, posed and spontaneous facial expressions, static and 

dynamic facial expressions, culture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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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补充材料 1：实验 1 中对表情识别正确率的分析 

对实验 1 各条件下的表情识别正确率进行单样本 t 检验(见附表 1), 以检验表情识别正确率是否大于随机水平(即

1/5 个情绪维度 = 0.2)。结果发现, 大部分条件下的表情识别正确率均显著大于 0.2, 这表明被试均能以高于随机水平

的概率识别目标情绪。然而, 当西方感知者识别东方表达者的自发气愤表情时, 识别正确率与 0.2 差异不显著, 说明

西方感知者可能难以识别东方表达者的自发气愤表情。 

对表情识别正确率进行 2 (表情种类：气愤、厌恶) × 2 (表情自发性：表演、自发) × 2 (表达者文化：东方、西方) 

× 2 (感知者文化：东方、西方)四因素混合设计方差分析(见附表 2)。结果显示, 感知者文化的主效应显著, F(1, 248) = 

21.08, p < 0.001, ηp
2 = 0.08, 西方感知者的表情识别正确率(M = 0.39, SD = 0.16)显著大于东方感知者的表情识别正确率

(M = 0.34, SD = 0.10); 表达者文化的主效应显著, F(1, 248) = 27.18, p < 0.001, ηp
2 = 0.10, 被试对西方表达者的表情识

别正确率(M = 0.38, SD = 0.15)显著大于对东方表达者的表情识别正确率(M = 0.35, SD = 0.14); 表情自发性的主效应

显著, F(1, 248) = 295.42, p < 0.001, ηp
2 = 0.54, 被试对表演表情的表情识别正确率(M = 0.46, SD = 0.12)显著大于对自发

表情的表情识别正确率(M = 0.27, SD = 0.07); 表情种类的主效应显著, F(1, 248) = 8.87, p = 0.003, ηp
2 = 0.04, 被试对厌

恶表情的表情识别正确率(M = 0.38, SD = 0.17) 显著大于对气愤表情的表情识别正确率(M = 0.35, SD = 0.15)。 

与假设相关的表情自发性 × 表达者文化 × 感知者文化的三阶交互作用显著, F(1, 248) = 31.34, p < 0.001, ηp
2 = 

0.11, 且表情种类 × 表情自发性 × 表达者文化 × 感知者文化的四阶交互作用也显著, F(1, 248) = 4.02, p = 0.046, 

ηp
2 = 0.02。进一步分析发现, 在所有条件下, 西方感知者对西方表达者的表情识别正确率均大于东方表达者(表演气

愤：t(61) = 2.55, p = 0.013, Cohen’s d = 0.32, 95% CI = [0.01, 0.06]; 表演厌恶：t(61) = 9.86, p < 0.001, Cohen’s d = 1.25, 

95% CI = [0.11, 0.17]; 自发气愤：t(63) = 7.84, p < 0.001, Cohen’s d = 0.98, 95% CI = [0.07, 0.12]; 自发厌恶：t(63) = 3.43, 

p = 0.001, Cohen’s d = 0.43, 95% CI = [0.02, 0.06])。对于东方感知者来说, 他们对东方表达者的表演表情识别正确率大

于西方表达者的表演表情(表演气愤：t(61) = 6.50, p < 0.001, Cohen’s d = 0.83, 95% CI = [0.06, 0.11]; 表演厌恶：t(61) = 

4.38, p < 0.001, Cohen’s d = 0.56, 95% CI = [0.03, 0.08])。然而, 他们对东方表达者的自发气愤表情的识别正确率小于

西方表达者的自发气愤表情, t(63) = 3.48, p < 0.001, Cohen’s d = 0.44, 95% CI = [0.02, 0.08], 对东方表达者的自发厌恶表情

的识别正确率与西方表达者的自发厌恶表情无显著差异, t(63) = 1.47, p = 0.147, Cohen’s d = 0.18, 95% CI = [−0.01, 0.04]。 

 

附表 1  实验 1 中各条件下动态表情识别正确率的均值、标准差和单样本 t 检验结果 

感知者文化 表情自发性 表情种类 表达者文化 识别正确率 df t p Cohen's d 95% CI 

东方 

表演表情 

气愤 
东方 0.42(0.14) 61 12.24 < 0.001 1.55 [1.18, 1.92]

西方 0.33(0.14) 61 7.61 < 0.001 0.97 [0.66, 1.27]

厌恶 
东方 0.46(0.16) 61 12.89 < 0.001 1.64 [1.25, 2.02]

西方 0.40(0.15) 61 10.40 < 0.001 1.32 [0.98, 1.66]

自发表情 

气愤 
东方 0.24(0.11) 63 2.71 0.004 0.34 [0.09, 0.59]

西方 0.29(0.14) 63 4.93 < 0.001 0.62 [0.35, 0.88]

厌恶 
东方 0.31(0.14) 63 6.13 < 0.001 0.77 [0.49, 1.04]

西方 0.29(0.13) 63 5.54 < 0.001 0.69 [0.42, 0.96]

西方 

表演表情 

气愤 
东方 0.49(0.14) 61 16.22 < 0.001 2.06 [1.62, 2.50]

西方 0.52(0.15) 61 16.31 < 0.001 2.07 [1.63, 2.51]

厌恶 
东方 0.47(0.14) 61 15.77 < 0.001 2.00 [1.57, 2.43]

西方 0.62(0.16) 61 20.60 < 0.001 2.62 [2.09, 3.14]

自发表情 

气愤 
东方 0.21(0.10) 63 0.83 0.206 0.10 [−0.14, 0.35]

西方 0.31(0.11) 63 8.11 < 0.001 1.01 [0.91, 1.31]

厌恶 
东方 0.24(0.14) 63 2.44 0.009 0.30 [0.05, 0.55]

西方 0.28(0.13) 63 4.88 < 0.001 0.61 [0.34, 0.88]

注：单样本 t 检验为双尾检验, H0：μ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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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实验 1 中表情识别正确率的表情种类 × 表情自发性 × 表达者文化 × 感知者文化混合设计方差分析结果 

效应 df F p ηp
2 

表情种类 1, 248 8.87 0.003 0.04 

表情自发性 1, 248 295.42 < 0.001 0.54 

表达者文化 1, 248 27.18 < 0.001 0.10 

感知者文化 1, 248 21.08 < 0.001 0.08 

表情种类 × 表情自发性 1, 248 2.00 0.159 0.01 

表情种类 × 表达者文化 1, 248 0.21 0.648 < 0.01 

表情种类 × 感知者文化 1, 248 0.78 0.378 < 0.01 

表情自发性 × 表达者文化 1, 248 13.09 < 0.001 0.05 

表情自发性 × 感知者文化 1, 248 39.79 < 0.001 0.14 

表达者文化 × 感知者文化 1, 248 125.08 < 0.001 0.34 

表情种类 × 表情自发性 × 表达者文化 1, 248 57.08 < 0.001 0.19 

表情种类 × 表情自发性 × 感知者文化 1, 248 0.27 0.607 <0.01 

表情种类 × 表达者文化 × 感知者文化 1, 248 6.54 0.011 0.03 

表情自发性 × 表达者文化 × 感知者文化 1, 248 31.34 < 0.001 0.11 

表情种类 × 表情自发性 × 表达者文化 × 感知者文化 1, 248 4.02 0.046 0.02 

 

补充材料 2：实验 2 中对表情识别正确率的分析 

对各条件下静态表情的表情识别正确率进行单样本 t 检验(见附表 3), 以检验表情识别正确率是否大于随机水平

(即 1/4 个情绪维度 = 0.25)。结果发现, 大部分条件下静态表情的表情识别正确率均显著大于 0.25, 这表明被试均能

以高于随机水平的概率识别目标情绪。 

对表情识别正确率进行 2 (表情种类：气愤、厌恶) × 2 (呈现方式：动态、静态) × 2 (表达者文化：东方、西方) × 

2 (感知者文化：东方、西方)的四因素混合设计方差分析(见附表 4)。结果显示, 感知者文化的主效应显著, F(1, 277) = 

99.74, p < 0.001, ηp
2 = 0.27, 西方感知者的表情识别正确率(M = 0.53, SD = 0.10)显著大于东方感知者的表情识别正确率 

 

附表 3  实验 2 中各条件下表演表情的识别正确率均值和标准差 

感知者文化 表情呈现方式 表情种类 表达者文化 识别正确率 df t p Cohen's d 95% CI 

东方 

静态 

气愤 
东方 0.44(0.15) 81 12.05 < 0.001 1.33 [1.03, 1.63]

西方 0.38(0.14) 81 8.57 < 0.001 0.95 [0.68, 1.21]

厌恶 
东方 0.46(0.14) 81 14.13 < 0.001 1.56 [1.24, 1.88]

西方 0.40(0.17) 81 8.24 < 0.001 0.91 [0.65, 1.17]

动态 

气愤 
东方 0.42(0.14) 61 12.24 < 0.001 1.55 [1.18, 1.92]

西方 0.33(0.14) 61 7.61 < 0.001 0.97 [0.66, 1.27]

厌恶 
东方 0.46(0.16) 61 12.89 < 0.001 1.64 [1.25, 2.02]

西方 0.40(0.15) 61 10.40 < 0.001 1.32 [0.98, 1.66]

西方 

静态 

气愤 
东方 0.50(0.11) 74 19.07 < 0.001 2.20 [1.78, 2.62]

西方 0.60(0.13) 74 22.94 < 0.001 2.65 [2.16, 3.13]

厌恶 
东方 0.44(0.14) 74 11.61 < 0.001 1.34 [1.03, 1.65]

西方 0.59(0.15) 74 20.23 < 0.001 2.34 [1.90, 2.77]

动态 

气愤 
东方 0.49(0.14) 61 16.22 < 0.001 2.06 [1.62, 2.50]

西方 0.52(0.15) 61 16.31 < 0.001 2.07 [1.63, 2.51]

厌恶 
东方 0.47(0.14) 61 15.77 < 0.001 2.00 [1.57, 2.43]

西方 0.62(0.16) 61 20.60 < 0.001 2.62 [2.09, 3.14]

注：对静态表情识别正确率的单样本 t 检验为双尾检验, H0：μ = 0.25; 对动态表情识别正确率的单样本 t 检验结果同附表 1 表演表

情识别正确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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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实验 2 中表情识别正确率的表情种类 × 呈现方式 × 表达者文化 × 感知者文化混合设计方差分析结果 

效应 df F p ηp
2 

表情种类 1, 277 3.77 0.053 0.01 

呈现方式 1, 277 2.35 0.126 0.01 

表达者文化 1, 277 18.87 < 0.001 0.06 

感知者文化 1, 277 99.74 < 0.001 0.27 

表情种类 × 呈现方式 1, 277 6.75 0.010 0.02 

表情种类 × 表达者文化 1, 277 26.52 < 0.001 0.09 

表情种类 × 感知者文化 1, 277 1.99 0.159 0.01 

呈现方式 × 表达者文化 1, 277 7.44 0.007 0.03 

呈现方式 × 感知者文化 1, 277 0.17 0.684 < 0.01 

表达者文化 × 感知者文化 1, 277 345.35 < 0.001 0.56 

表情种类 × 呈现方式 × 表达者文化 1, 277 4.81 0.029 0.02 

表情种类 × 呈现方式 × 感知者文化 1, 277 1.06 0.304 < 0.01 

表情种类 × 表达者文化 × 感知者文化 1, 277 13.25 < 0.001 0.05 

呈现方式 × 表达者文化 × 感知者文化 1, 277 2.52 0.113 0.01 

表情种类 × 呈现方式 × 表达者文化 × 感知者文化 1, 277 0.29 0.589 < 0.01 

 

(M = 0.41, SD = 0.09); 表达者文化的主效应显著, F(1, 277) = 18.87, p < 0.001, ηp
2 = 0.06, 被试对西方表达者的表情识

别正确率(M = 0.48, SD = 0.15) 显著大于对东方表达者的表情识别正确率(M = 0.46, SD = 0.10); 呈现方式的主效应不

显著, F(1, 277) = 2.35, p = 0.126; 表情种类的主效应边缘显著, F(1, 277) = 3.77, p = 0.053, ηp
2 = 0.01。 

与假设相关的呈现方式 × 表达者文化 × 感知者文化的三阶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277) = 2.52, p = 0.113, ηp
2 = 

0.01, 但是表达者文化 × 感知者文化的二阶交互作用显著, F(1, 277) = 345.35, p < 0.001, ηp
2 = 0.56。东方感知者对东方

表达者的识别正确率(M = 0.45, SD = 0.10)显著大于西方表达者(M = 0.38, SD = 0.10), t(143) = 10.64, p < 0.001, Cohen’s 

d = 0.89, 95% CI = [0.69, 1.08]; 西方感知者对西方表达者的识别正确率(M = 0.59, SD = 0.12)显著大于东方表达者(M = 

0.48, SD = 0.10), t(136) = 15.31, p < 0.001, Cohen’s d = 1.31, 95% CI = [1.08, 1.54], 表明东西方感知者识别表演表情时

均会出现群内优势效应。 

为了考察表情的不同呈现方式对表情识别是否有影响, 我们还关注了与呈现方式相关的效应。尽管呈现方式主效

应不显著, F(1, 277) = 2.35, p = 0.126, 但是呈现方式 × 表达者文化的二阶交互作用, F(1, 277) = 7.44, p = 0.007, ηp
2 = 

0.03, 以及表情种类 × 呈现方式 × 表达者文化的三阶交互作用, F(1, 277) = 4.81, p = 0.029, ηp
2 = 0.02, 均显著。对该

三阶交互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 除了西方表达者的气愤表情外, 其余情况下的静态表情(东方气愤：M = 0.47, SD = 

0.14; 东方厌恶：M = 0.45, SD = 0.14; 西方厌恶：M = 0.50, SD = 0.19)和动态表情(东方气愤：M = 0.45, SD = 0.14; 东

方厌恶：M = 0.47, SD = 0.15; 西方厌恶：M = 0.51, SD = 0.19)的识别正确率均没有显著差异(东方气愤：t(279) = 1.29, 

p = 0.200; 东方厌恶：t(279) = 0.68, p = 0.495; 西方厌恶：t(279) = 0.55, p = 0.582)。对于西方表达者的气愤表情而言, 静

态表情的识别准确率(M = 0.49, SD = 0.18)显著大于动态表情(M = 0.42, SD = 0.17), t(279) = 3.11, p = 0.002, Cohen’s d = 

0.37, 95% CI = [0.14, 0.61]。 

补充材料 3：剔除表情识别正确率过低的被试后的群内优势效应分析 

在实验 1 中, 我们剔除了表情识别正确率低于平均值减去 2.5 倍标准差(M − 2.5 SD)的被试, 剩余 249 名被试进行

了分析。我们同样对群内优势效应进行了 2 (表情种类：气愤、厌恶) × 2 (表情自发性：表演、自发) × 2 (感知者文化：

东方、西方)三因素混合设计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剔除被试前后的分析结果相似(见附表 5)。 

在实验 2 中, 我们同样剔除了表情识别正确率低于平均值减去 2.5 倍标准差(M − 2.5 SD)的被试, 剩余 277 名被试

纳入了分析。我们对群内优势效应进行了 2 (表情种类：气愤、厌恶) × 2 (表情自发性：表演、自发) × 2 (感知者文化：

东方、西方)三因素混合设计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剔除被试前后的分析结果相似(见附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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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剔除被试后实验 1 中群内优势效应的表情种类 × 表情自发性 × 感知者文化混合设计方差分析结果 

效应 df F p ηp
2 

表情种类 1, 245 6.54 0.011 0.03 

表情自发性 1, 245 33.17 < 0.001 0.12 

感知者文化 1, 245 27.47 < 0.001 0.10 

表情种类 × 表情自发性 1, 245 4.05 0.045 0.02 

表情种类 × 感知者文化 1, 245 0.30 0.583 < 0.01 

表情自发性 × 感知者文化 1, 245 12.62 < 0.001 0.05 

表情种类 × 表情自发性 × 感知者文化 1, 245 57.51 < 0.001 0.19 

 

附表 6  剔除被试后实验 2 中群内优势效应的表情种类 × 呈现方式 × 感知者文化混合设计方差分析结果 

效应 df F p ηp
2 

表情种类 1, 273 12.69 < 0.001 0.04 

呈现方式 1, 273 1.75 0.187 0.01 

感知者文化 1, 273 18.48 < 0.001 0.06 

表情种类 × 呈现方式 1, 273 0.38 0.539 < 0.01 

表情种类 × 感知者文化 1, 273 26.23 < 0.001 0.09 

呈现方式 × 感知者文化 1, 273 6.72 0.010 0.02 

表情种类 × 呈现方式 × 感知者文化 1, 273 5.36 0.021 0.02 

 


